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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领域与工作领域存在广泛的跨界互动需求，跨界学习正在成为人类普遍的社会性学习方式。然而跨界学习活动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一定机制引发、维持和推动。因此，如何组织、维持跨界学习，已成为教育研究的新问题。借鉴第三代活动理论和邀请教育理论构建的跨界邀请学习，不同于传统的、松散的跨界学习，其特别强调建立明确的主题，提供有组织、有意义、有责任、有吸引力的交流情景，促进位于不同活动系统的参与者，跨越自己所属领域的边界，与其他活动系统的参与者互动，形成新的集体概念。“邀请模式下的学习环境”和“跨界共同体模式下的活动系统”是跨界邀请学习模型的核心，前者旨在使学习环境能够像磁铁一样将学习者吸引进来，让其在尊重、信任、乐观的学习氛围中感受到学习的价值和乐趣；后者有助于促成不同系统的参与者转换角色，深度、多元互动，创造新的理解和认知。开展跨界邀请学习要通过活动设计、机制建设，实现以“邀请为名”激励学习，以“互动为媒”促进跨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催生网络模式下的跨界邀请学习，其蕴藏的学习规律和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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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学习虽然会以内隐方式进行（张卫，2001），但也常常通过某些社会性活动（如观察、模仿、争论、反思等），在与其他人互动过程中，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这种学习方式就是社会性学习（Social Learning）①。自从班杜拉（Bandura et al.，1977）提出社会学习理论以来，社会性学习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近些年，随着学习科学的蓬勃发展，学习共同体、学习社区、社会认知网络、多学科学习等社会性学习形式纷纷涌现，丰富和完善了社会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日趋便捷高效的技术手段支持下，人类的学习、生活与生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跨界学习正在成为人类普遍的社会性学习方式。然而这类跨界学习往往是偶发的，非持续性的。如何更好地发挥跨界学习的优势，将偶发的社会性活动转变成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学习活动，这正是本文尝试探索的问题。
一、跨界学习及其价值
所有学习都涉及边界（Boundary），学习中的“边界”是导致学习者间交流发生中断的主要原因。教育领域与工作领域之间存在广泛的跨界互动需求（Engeström，2001）。跨界（Boundary Crossing）可以打破专家构建的专业知识垄断，使专家和新手之间共享不同的观点（Engeström et al.，1995）。跨界还可以促使参与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惯常假设及长期的专业实践，进而引发深度学习，在思想观念与行为系统方面发生变化（Tsui et al.，2007）。
跨界学习是促进个体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消除跨界危机感的重要手段。跨界学习包含四个重要概念：（1）“跨界”，即参与此类实践的过程（Suchman，1993）；（2）“跨界对象”，即跨界的输出（Star，1989）；（3）跨界者，即参与跨界学习的人（Brown et al.，1998）；（4）跨界话语，即在克服边界障碍过程中生成的内容（Hawkins，2012）。“跨界学习”不同于跨学科学习，主要强调要实现多元的交叉，向外界学习，具有拓展眼界、激发灵感、挖掘潜力、提升能力等特点。而“跨学科学习”仅强调学科交叉与融合，强调问题导向的知识整合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培养，属于课程规划与教学理论。跨界学习可以是学校中的有组织的正式学习，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学习，或者是网络社区发生的潜在学习。而决定其以哪种方式出现并可以获得较好成效，关键还在于是以何种具体策略来组织实施。
本研究中的“跨界学习”是指“位于不同活动系统的参与者，跨越自己所属领域的边界，通过与其他活动系统的参与者互动，在形成集体概念过程中发生的积极的变化”，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学习方式。跨界学习包含4类主要成效：（1）识别：深入了解不同的实践；（2）协调：连接不同的观点；（3）反思：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观点的机会；（4）转化：基于实践的合作和共创（Akkerman et al.，2011）。Akkerman等（2011）认为，参与跨界交流与实践的人之间的差异可以成为发展的资源；教育领域创造跨界学习的机会很重要，因为这将为个体的发展带来连续性和多样性。2016年，《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将跨界学习列为高等教育的新机会，呼吁在高等教育中将课堂学习拆分成众多的跨界学习活动，使学习单元可以动态组合、更加灵活，以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非正式学习带来的机会（Johnson et al.，2016）。陈向明教授（2020）基于一个小组合作学习案例，探讨了跨界课例研究中的教师学习情况，发现教师通过与外来学者合作，根据具体情境对理论进行再工具化，改进教案设计和教学实践，在提高学生学习素养的同时生成了自己新的实践性知识。然而跨界学习活动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一定机制引发、维持和推动。如何组织、维持跨界学习，已成为教育研究的新问题。
二、有组织的跨界学习形式——跨界邀请学习
本研究借鉴邀请理论中的“邀请”一词，用来表征组织的意图，提出“跨界邀请学习”这一新的学习形式。这里的“邀请”隐含着“一个涉及人与人之间持续互动的伦理过程，是一种有意的、充满关爱的交流行为，能够使人感到有能力、有责任、有价值的社会性行为”。跨界邀请学习将邀请的人与接受者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愿景中，提供值得关注的、有益的内容，改变了那些阻碍或破坏人们实现潜能的因素，适合于各年龄段的人。区别于传统、松散的跨界学习，跨界邀请学习特别强调建立明确的主题，提供有组织、有意义、有责任、有吸引力的交流情景，促进位于不同活动系统的参与者，跨越自己所属领域的边界，与其他活动系统的参与者互动，并形成新的集体概念。跨界邀请学习具有如下特征：
（1）基于邀请理念构筑良好学习氛围
邀请理论最早由威廉·珀基（William Purkey）于1978年提出，旨在提供有效的方法召集人们在值得努力的领域中实现其相对无限的潜力。信任、尊重、乐观和意向是邀请理论的重要基础。邀请理论认识到人的知觉的力量及其对自我发展的影响，提倡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与服务，包括有益的人际关系、改善的物理环境和尊重的制度，使所有人，无论文化、种族、性别或其他多样性因素都能茁壮成长 （Purkey et al.，1996）。
“邀请理念”不仅能使受邀参与学习的主体感受到尊重，还有助于促进“潜在学习”的发生，即“无心而学”。有研究表明，在较小的学业与工作压力情况下，与相对熟悉的人在一起的闲聊更容易发生这种“潜在学习”。即在适度宽松的学习环境中，更容易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将各种学科观点整合以创建新的知识，或将多学科观点相结合，加深对各自学科体系与知识的理解。
跨界邀请学习并非是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学习（例如座谈会、研讨会、学术分享会、读书会等），它是一种有目的、需要特别设计与运营的社会性学习活动，是对传统社会性学习不足的改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许多学习者存在跨界学习的障碍，需要积极的学习环境，使他们确信与陌生人的交流是安全的，交流结果是有益的，交流的内容是受到参与者支持的。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保持沉默，直到抑制其交流的障碍被移除。消除参与跨界学习的障碍，正是采用“以邀请为名”的根本目的（Haigh，2011）。
设计邀请性学习环境旨在使环境能够像磁铁一样将学习者吸引进来。Haigh（2011）认为，邀请性学习环境应该是由教师和学习者为促进高质量的教学和学习而创造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者被教师积极鼓励或“邀请”进入教育体验。邀请式教学法以尊重、信任、乐观和意向性4个原则以及“5P”（People、Pleaces、Policies、Programs、Processes）实践模型为基础，有助于相关教育工作者从心理营造、物理空间构建等方面，创建理想的学习环境。国际上一些知名高校在学校建设方面就贯彻了这样的理念。如以社区观念来营造学习环境，将学习环境的范畴从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扩展到校园生活的各个场景，充分支持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使学生更能感受到学习的价值与乐趣（尚慧芳，2015）。这些学习环境改进与教学活动组织做法，为跨界邀请学习提供了借鉴。
（2）基于扩展性学习促进跨界互动
并不是将来自不同系统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就能自然地实现跨界学习。不同专业的从业者在进行跨界协作时，将面临思维方式、知识背景、视角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跨界邀请学习的互动活动，尤其是深度互动，是促进参与者经验融合的桥梁。深度互动可以给成年学习者（特别是研究生、教师群体）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这为跨界邀请学习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策略指导。建构主义认为，经验本身就是意义，每个学习者都有可能从经验中提取不同的含义，创造想法，检验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是“处于现实世界中的动态学习环境”（Jonassen，1991）。在这种环境中，学习者有机会通过“批判性反思”来构建有意义的知识，实现对自我、过去与现实的认知（Ziegahn，2005）。负责跨界邀请学习组织工作的核心团队，需要掌握跨界邀请学习中促进互动发生的策略，关注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反映出的行为、态度、情绪的变化，判断个体在观察、模仿和建模等基本学习行为中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不同实践共同体参与者形成的跨界学习共同体，更是需要借助这种可组织、可分析、可评估的活动过程来促成其发展。
多元的互动能够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深刻的学习体验。跨界邀请学习需要通过组织分享、讨论、协作等多种形式的互动，帮助处于不同水平的参与者逐步适应跨界学习环境，在集体行为之中寻求共识。Wenger对于共同体中存在的“合法边缘参与”做过深度的讨论，指出这种对不同参与水平的容忍和允许，正是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成长和成功的基本条件（Wenger，1998）。而观察作为最简单的互动模式，恰恰是最接近人性的学习方式——无须暴露自己的想法，通过对他人行为的分析与判断，就可以获得一些对自己有用的经验。虽然不是所有的互动活动都能得到直接有帮助的结果，但对自己看法的澄清与陈述，获得他人对自己正面的、礼节性的认可，也往往会促进参与者之间更积极的跨界学习。
另外，在融洽、良好的氛围之下进行的跨界互动，还会促使正在进行跨界学习的实践者或研究者转换角色，以对方可以理解的方式，对“熟悉的”领域进行再认识，进而协同构建，创造新的理解和认知。
可见，跨界邀请学习蕴藏着丰富的学习资源。平衡多元参与水平的成员间的差异，组织积极、良好的跨界邀请学习活动，促使参与者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长期从事的专业实践，可以引发其对以往惯常理解的质疑，触发深度学习，是所有参与者相互学习，互为促进的重要形式。
三、跨界邀请学习的理论基础与概念模型
1.理论基础
（1）第三代活动理论
针对不同实践共同体或学习共同体之间发生的跨界学习行为的研究，多数均以“活动理论”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活动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将“活动”而不是“行为”作为分析单元。学习作为意义建构的过程，包含了丰富的活动过程要素。学习活动本质上是所有参与者积极的、自觉的、建构的实践活动。
当代活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恩格斯霍姆（Engeström，2001），从管理组织层次关注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系统在互动中所产生的冲突，提出了第三代活动理论——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CHAT）。在对共同体中学习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恩格斯霍姆将人类学习归结为3个隐喻：（1）获取式学习——学习被看作知识习得的过程；（2）参与式学习——学习是通过个体参与实践，在与他人和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能力并提高社会化水平；（3）扩展性学习——对现有标准的实践产生质疑和批判，通过个体质疑走向群体质疑，而后寻求在共同体中实现对知识的建构和创造。恩格斯霍姆的扩展性学习（Expansive Learning）是第三代活动理论最为重要的部分，为蕴藏冲突与质疑的跨界学习共同体良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扩展性学习中，学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等都是常用于描述学习者所处集体的概念。从一个集体走向另一个集体，个体及其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扩展性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扩展性学习认为，质疑、冲突是学习发生最重要的契机，特别是在联合构造新的边界目标的过程中，应积极寻求共同体在文化、历史方面的相似性，从而在实现各自发展的同时，产生选择范围更广的学习可能性。扩展性学习揭示了共同体中蕴藏的学习行为序列，表征了蕴藏于共同体中因冲突、矛盾而产生的一系列跨界学习行为，成为了第三代活动理论支持学习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据。
基于CHAT活动理论的指导，在跨界邀请学习中构建集体参与的，以实践为中介的，以共同关心问题为导向的活动，通过分析所有参与者在跨界合作活动系统中的交互过程，形成相对稳定的学习共同体，本质上就是扩展性学习。有效促进跨界学习共同体发展，需要营造包容、多元话语的情景，从活动自身的历史中探寻参与者关心的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从矛盾中寻找变革与发展的契机。
（2）邀请理论与邀请教育
虽然恩格斯霍姆（Engeström，2001）的扩展性学习为跨界学习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指导思路，但却不能回答如何满足多数参与者的心理需求的问题。邀请理论（Invitational Theory）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
Purkey等人（1992）认为，学校应当更多地邀请和鼓励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邀请”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持续的互动。作为“邀请理论”的教育应用，“邀请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成为了“一种全面改进学校教育环境的重要理念”。它通过创造和改善学习环境等方式，有意识地呼吁学校里的人实现其相对无限的潜能。
邀请教育的教育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教育观，包含三个方面：民主精神、自我概念理论（Self-
Concept Theory）和知觉心理（Perceptual Psychology）。其中，“民主精神”是教育活动尤为倡导的；“自我概念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其自身看法的调节，个体就是通过吸收或拒绝某些观念来建立自我概念，但依然是可以通过邀请或鼓励行为而得以改变和发展；“知觉心理”认为个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感知、思考和解释，然后采取行动，并最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Purkey等人（1996）提出的邀请理论有4个基本信念：第一，每个人都希望受到认可和肯定自己是有价值、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希望得到相应的对待；第二，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有益的信息，因能力而有责任；第三，在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每个人都拥有尚未开发的潜力；第四，人的潜力可以通过创造场所、项目、政策和过程来激发，鼓励人们挖掘自身和他人的潜力。
运用邀请教育所遵循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念及其四个基本信念，可以用来解释跨界邀请学习因何需要营造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相应地，邀请教育所提出的5P实践模型也可以用来指导“邀请”行为。
2.跨界邀请学习的概念模型
虽然第三代学习活动理论已经明确指出，在跨界群体之间构造共同关心的中介物，将有助于实现跨界学习，然而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激发参与者实现跨界的问题。邀请教育理论所倡导的主动参与的核心理念，补充了第三代活动理论这方面的不足。通过形式多样的邀请，参与者会逐步深度融入教育活动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展示自我，形成与发展对本我、自我和他我的理解。本研究整合二者的特点，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跨界邀请学习的概念模型。
该模型分环上与环内两部分，环上包括了构建邀请模式下学习环境的5个要素；环内则展示了跨界共同体模式下的活动系统。

图1　跨界邀请学习的概念模型

（1）邀请模式下的学习环境要素
成功的跨界邀请学习取决于组织者是否能够全面运用邀请教育理念，做到适度并尽最大程度激发跨界参与者的学习热情。在跨界邀请学习的概念模型中，外环代表了活动系统的宏观特征，从5个实践领域（人员、场所、项目、过程和政策）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第一，人员，包括组织者、嘉宾、学员等在内的全体参与者。研究表明，同一实践共同体内部的跨界学习容易发生；而在与不熟悉的跨界参与者交流时，“信任、尊重、可靠”就显得更为重要（Wenger，1998）。Purkey等人（1996）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信任水平，参与者将不会自我披露或承担必要的风险来寻找新的存在方式。因此，始终保持可靠的姿态，包括接受和理解人们在专业互动中带来的不同背景，这是跨界邀请学习组织者需要秉持的理念。跨界邀请学习需为所有参与者营造尊重、乐观、谦逊、关爱、可亲、可信、可敬的学习环境。
第二，场所，包括跨界邀请学习活动涉及到的学校环境、教室设备等。为了便于深度交互，跨界邀请学习应具备便于展示文本或电子内容的硬件设备，易于使用的白板或黑板，完善、有效的多媒体设备和网络，可自由移动和组合的桌椅，整洁、舒适、雅致、个人化的场所，营造有吸引力、温暖的交流环境。
第三，项目。跨界邀请学习为参与者提供的跨界学习主题不应仅限于某单一内容，而应具备一定的学术性和跨学科性，鼓励新的观点，强调民主模式下对问题所做的合理质疑与探索，构建可协作的学习项目，贯彻可评估的思路，跟踪跨界学习的成效。
第四，过程。跨界邀请学习应合理安排人员，维系积极、健康的互动过程，推动实施有建设性、发展性和吸引力的各种活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者需要根据参与者在学习共同体中的参与水平，设计偶尔邀请、定向邀请、分享型邀请、求教型邀请等具有不同目的性的邀请活动。
第五，政策，包括公布的或未公布的有关规则与制度。政策制定应确保所有参与者了解相关的制度与规定，确信各类学习者受到欢迎，并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对共同体采取宽容态度，支持其合理的需求，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另外，政策制定还应提供规范化的跨界邀请学习流程，确保开放、民主模式下学习共同体行动规则得到完善，学习成果也能得以彰显。
（2） 跨界共同体模式下的活动系统
该活动系统以第三代活动理论为指导，强调在跨界互动过程中，以冲突与矛盾为学习的契机，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跨界学习活动设计。
第一，跨界主体。每一个参与跨界学习的学习者都是跨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一定的需求和特点，都是影响跨界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
第二，跨界客体。作为跨界学习中主体互动的对象，跨界客体往往是动态的，可能是共同体中的成员，也可能是要理解和学习的内容。因其复杂多变，在活动过程中会因人而异，因而也使得跨界学习成果更加多样。
第三，中介工具。参与者通过创造、使用或适应各种学习工具，诸如便签纸、概念图、黑板、海报、评价表、虚拟任务创作、访谈记录、案例文档等，辅助与支持学习活动。各类信息技术工具的快速发展成为跨界邀请学习的重要支撑。
第四，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与参与水平不一的其他成员，共同组成了跨界邀请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需肩负起完善规则体系的责任，发展学习共同体成员的任务。作为一种集体化的活动主体，学习共同体主导了多数跨界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可以针对关心的问题进行不同层次的探索。
第五，学习规则。学习共同体需要为所有的参与者构建一个被认可和遵循的规则体系，确保参与者有共同目标与愿景，能够分享跨界对话中相应的权力，使集体行动得以执行。制定的学习规则应能包容参与者在参与水平与动机上的差异，运用不同策略性的对话方式，激励和支持所有参与者寻求各自的答案，最终实现学习共同体的共同目标。
第六，角色分工。跨界邀请学习中，参与者的角色与承担的任务应是动态变化的。这一特点有助于参与者主动找到符合自己的最佳参与状态，寻求自主发展的节奏，在适度宽松与多方支持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更高的发展水平。
第七，跨界学习成果。跨界学习参与者（个体或集体）可以从多元的互动过程中，收获属于自己或集体的成果，其成效高低将进一步反作用于个体或集体，这决定了其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参与跨界邀请学习活动。
四、如何开展跨界邀请学习
1.跨界邀请学习的活动设计
跨界学习常常是偶发式的，并不能产生持续的成效。例如，发生在社区中的“学习圈”现象（黄日强等，2008），因缺乏组织，常常面临活动流于形式、无针对性等问题；发生于企业中的跨部门培训，虽然是企业学习的重要形式（温蕴，2018），但常常存在员工学习积极性难调动、跨部门合作意愿不足等问题；发生于学校中的跨班级、跨年级活动，虽然营造了可观察、可参与、可模仿的学习情境，比“一对一的师生对话”更易于学生接受，但也容易出现跟风、走过场等问题。
跨界邀请学习的活动设计要注重以“邀请为名”激励学习，“以互动为媒”促进跨界。以研究者推动实施的Bebras中国社区跨界邀请学习活动为例：基于Bebras国际计算思维挑战赛构建的Bebras中国社区，自2017年开始面向一线信息技术教师举办计算思维主题公益活动。目前已经建立了专家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试题委员会三个社区组织机构，基于邀请教育模式构建以Bebras试题为核心的跨界社会学习活动，主题内容涉及计算思维教学、教学工具与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多个维度。活动分为线上线下两类。线下活动以“邀请讲座＋自由讨论”的模式为主；线上活动包括读书会、教学案例分享、试题联合编写、专家讲座、教学创意研讨、教学实录研讨会、技术实操培训等，形式灵活。这些活动是以参与者为中心，而非传统的以分享者为中心，最大限度上满足了不同类型参与者的需求，调动了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
2. 跨界邀请学习的机制建设
跨界邀请学习并非只是一个概念，它有一系列的实操流程。近些年，发生在教师教育领域的跨界学习成功案例逐渐增多，对这些案例的深度研究，有助于构建更具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陈向明教授（2020）在教师教育中采用的“跨界课例研究”、Zhang等（2021）开展的“主题沙龙模式的教学”等都是典型的跨界邀请学习方式，其成功经验对于组织其他领域的跨界邀请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于个体来说，跨界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根据需求决定是否参与。跨界邀请学习也不应被理解为一次性活动。不同身份与需求的个体参与具有跨界邀请学习特征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收获。跨界邀请学习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如财政制度建设、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外，还要提升组织者的认识和行动。如何营造尊重、乐观、谦逊、关爱、可亲、可信、可敬的学习环境，是跨界邀请学习组织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同样以Bebras中国社区的跨界邀请学习为例：Bebras社区的边界性相对较弱，因此组织者针对该社区不设固定的合作人员限制，教师根据需求自由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形成社会网络。由于该社区依靠社会关系而存在，无严格的准入或退出条件，参与教师不会承担过多压力，也不会与学校活动产生冲突。而如何维持该社区活动的正常运行，则需要实践者准确把握教师学习需求，设计有针对性和吸引力、能激发教师能动性的学习活动。Bebras中国社区的建设经验是：聚焦思维发展、共享社群、解决痛点、反思协作、促进性指导。
五、结语
当前，多数人早已在物理空间、人类社会和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中活动，人类已经进入了“后数字时代”。后数字时代，个人或机构所面临的新挑战将是“如何做到与众不同”，这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对跨界学习的需求。
以往的教育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发生在学校（包括实体学校或虚拟学校）情境下的师生间的社会性活动，特别是以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随着社交活动网络化，人们的跨界学习也逐渐走向网络模式，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工具（例如微博、微信、知乎、B站、搜索引擎等）为中介的社会性学习活动（例如分享资源、参与讨论、协作等），正在成为当前社会成员重要的学习形式。
技术已成为支撑这一过程重要的环境要素和中介工具，在跨界邀请学习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值得深入探讨。基于回归论知识观和联通主义学习观的“互联网＋教育”的实践与研究（陈丽等，2021），正在催生网络模式下的跨界邀请学习（例如，社区型课程模式），其中深层蕴藏的学习规律与问题，还有待研究者探索。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技术工具可能发挥的“替代”“增强”“修改”或“创造”功能，在人与技术的双向互动中，人机协同的理念和实践，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的活动模式越发受到关注。
人类的学习活动正在被分割为一系列杂乱的、需要同化或建构的图式与主题。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寻求“学校教育”和“基于工作的学习”之间连贯的衔接，但新技术的发展，在助力跨界邀请学习发生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人的自主性、人际交往意愿和社会性人格。邀请教育的理念为新知识创生提供了社会化学习的触发器，引发了跨界共同体之间更加融洽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具有激发与促进不同领域参与者学习信念的潜力。跨界邀请学习所构成的对话空间，具有很好的研究前景，可以据此开展有深度的研究。

注释：
① 多数人将Social Learning Theory翻译为“社会学习理论”，而将Social Learning翻译为“社会性学习”或“社会化学习”。有关区别详见：吴刚,黄健(2018).社会性学习理论渊源及发展的研究综述[J].远程教育杂志,36(5):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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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wide range need of cross—boundary interaction in education, and cross—boundary leaming
is becoming a universal social leamning model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cross—boundary learning activities do not
happen automatically and need to be triggered, maintained and promoted by specific mechanisms.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ross-boundary leaming have become mew iss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Cross—boundary invitational learning based on the third—generation Activity Theory and Invitational Theor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loose cross-boundary leaming,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establishing clear

themes, providing organized, meaningful, responsible and attractive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promoting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activity systems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fields and interact with parti
activity systems, then to form a new collective concept.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invitation mode” and
“activity system under cross—border community mode” are the core of the cross—boundary invitational learning
model. The former aims to make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ttract learners like a magnet to feel the value and
pleasure of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of respect, trust and optimism. The latter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les of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systems and the deep and diverse interactions, to create new
understandings and perceptions. To carry out cross—boundary invitational learning, we should design activities and
build a mechanism to stimulate learning in the name of invitation and promote boundary crossing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rules and problems of cross—boundary
invitational learning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y researchers.

Keywords: Cross-Boundary Learning; Invit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Learning; Cross-Boundary Invit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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